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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不确定性与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的改进

赵正国

（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在科学与政策交互联系的界面上，科学产出所固有的不确定性、科学争论所引起的不确定性、科学家个人

因素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是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必须应对的。在后工业社会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下，政策制定

不可能脱离对科学的依赖，而同行评议、预防原则、公开透明、广泛参与是应对科学不确定性的主要方法和原则。

我国以科学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事业要求，尽快制定、颁布针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如何更好地

应用科学咨询意见的法律法规或指南方针等规范性文件；逐步增强现有决策机制的透明度和民主化，为不同观点

的表达交流和论争激辩构建良好的互动平台；着重加强和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建立长效、动态的评估纠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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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科学主要指的是自然科学，当提及科学知识（或科学咨询意见）时，也包括那些基于科学的技术和工程知识。公共政策决策主

要指“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决策。在当代，科学技术无处不在，政府进行的绝大多数决策，包括国防、环境、卫生与健康等事关国家目标的领域

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立项，乃至全球气候变化、反恐、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问题，都涉及到科学技术相关的内容，都要以科学为依据进行决

策”。参见《科学时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日刊发的钟华所撰《如何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一文。随着科学以及基于科学的技术的迅猛发

展，现代社会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一方面，科学和技术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人们带来了诸多好处和便利；另一方面，与环境、健

康等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的不断涌现，又使得人类社会面临着大量风险，给人们带来了极大困扰。同时，这些变化对社会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也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粗略看来，１９６０年代以前，社会通常特别注重科学在战争国防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１９７０年代至今，社会逐渐开始关

注科学在一些新涌现的重大社会问题中的作用，并期望和要求科学为这些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些重大社会问题主要包括：全球环境

威胁（如气候变暖、臭氧层损耗、生物多样性等），生物医学问题（如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疯牛病预防、基因工程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发展替代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等），等等。在处理这些重大问题的历史进程中，科学开始介入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成为影响公

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②　如英国的科学技术委员会（ＣＳＴ）和首席科学顾问（ＣＳＡ），美国的科技政策办公室（ＯＳＴＰ）、总统科学顾问（ＰＳＡ）和总统科技咨询委员

会（ＰＣＡＳＴ），德国联邦政府的科学审议会（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ａｔ）等。参见《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刊发的陈光、温珂、牟治平所撰《专家在科

技咨询中的角色演变》一文第３８５页。

③　美国国会于１９７２年通过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案》、英国政府科技办公室于１９９７年发表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咨询》（该文件至

今已修订３次），以及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００年发布的文件草案（讨论用）———《预防原则》等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

近些年来，科学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①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设

立了一些以各类专家为主的科技咨询委员会，用以作为政府相关决策的重要支持机构，为政策制定提供充分

可靠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意见。②一些政府机构或组织还制定了具体的指导方针，并陆续发布了相关的咨询报

告，用以指导和规范科学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具体应用，改进或变革本国或本组织的基于科学知识的公共政

策制定体系。③在学术界，随着对科学和政策制定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推进，“科学与治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议题日益引起国际政策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正在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前沿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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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围绕着“科学—政策界面”（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这一议题，相关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①

一般而言，科学和政策制定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备受瞩目，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期望科学能够为决策提供客

观准确的知识、完备有力的证据和“铁的事实”（ｈａｒｄｆａｃｔｓ）。这些知识和证据等应当是确定可靠的，而且也

是价值无涉的，可以用来保证政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但是，现实实践表明，科学为政策制定所提供的咨询

信息经常会出现偏差甚至是错误，科学共同体有时还会为某一问题争执不休以至于不能对外提供确切的咨

询信息，而且科学家具有个人特定的相关利益和价值取向，这就使得科学的不确定性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问

题，同时也是各国科技咨询制度和以科技为基础的政策制定体系建设过程都必须面对和处理的关键问题。

一、科学—政策界面上的科学不确定性

确定性、可靠性、普遍性、客观性等一度被认为是科学知识区别于其它知识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科学

哲学、认知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学、未来学、风险学等领域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并结合以往科学（包括以

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在社会重大事件中的种种表现，人们对科学的了解已经变得更加全面透彻和细致深入，

并且逐步认识到了科学的不确定性。在科学与政策交互联系的界面上，科学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科学产

出所固有的不确定性、科学争论所引起的不确定性、科学家个人因素所导致的不确定性。

科学产出②可以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解释，也可以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预测。但无论是解释，

还是预测，科学产出在本质上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粗略讲来，科学产出不确定性主要源于“科学认识对

象的复杂性和认识主体的局限性；……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科学的范式；……科学的文

化和体制特征；……科学与社会联系的加强……”。［２］科学史已经向人们表明，几乎每一个“正确的”科学论断

（未来还有可能被推翻）的提出，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的过程，都是在战胜了许多“错误的”科学论断的基础

上得来的。这就意味着，在特定的时间段上，科学产出既可能是“错误的”，也可能是“正确的”，科学产出的正

确与否是不完全确定的。关于预测，恩格斯曾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凭借敏锐的洞察

力，深刻论述了人不能完全认识到人干涉自然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效果的问题，［３］其所论述的道理已为人

类社会的现实发展所部分证实。曾担任过美国工程院院长的沃尔夫（Ｗｍ．Ａ．Ｗｕｌｆ）也曾指出，当代科技人

员已根本不可能预测其所构筑的工程系统行为的所有后果。“我们可以，也正在建立各形各样的工程系统，但

我们无法预测其所有行为。我们确实知道将会有不可预测的系统行为出现，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４］

纵览科学发展的历史，现代科学正是在各种理论、学说的长期争论过程中发展进步的。如地质学历史上

关于岩石成因的“水成论”和“火成论”之争，生物学历史上关于胚胎发育的“渐成说”和“预成说”之争，物理学

历史上关于光之本质的“波动说”和“微粒说”之争，以及发生在某些著名科学家（如牛顿与惠更斯、爱因斯坦

与玻尔等）之间的论争，等等。夸张一点说，现代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同观点学说的论争史。而且，根据

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概念和理论，由于“不可通约性”原则的存在，对某一问题主张各异的论辩群体之

间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一致。相比而言，当代政策议程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如近地飞行物是否有撞击地

球的可能性，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类有害，全球气候是否正在急剧变暖，等等），复杂性程度更高，涉及层面更

广，因此，就更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于是，针对某一议题，科学共同体往往会提供出两种

①

②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２０１０年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１月期间相继出版的“决策科学化译丛”中的１０部经典著作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即

史密斯·布鲁斯的《科学顾问：政策过程中的科学家》、国际组织可持续发展科学咨询调查分析委员会的《知识与外交：联合国系统中的科学咨

询》、西尔维奥·凡托维茨等人的《告别“魔数”：科学咨询的不确定性与质量管理》等，在当前科学咨询领域均颇具影响力。其中所表达的理论

观点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在该领域的主流观点和发展方向。依笔者浅见，我国学界在相关问题的理

论研究方面还处于向西方学习借鉴的起步阶段，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对少见。

所谓科学产出，主要指的是科学共同体向政策制定者提供的针对某一现象或事件等的具体的分析论断和咨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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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更多的咨询意见，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这些不明确一致的科学咨询意见，艰难地作出判断和选择。

现实生活中，单纯为了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并不多见。科学家也具有自己特定的喜爱偏好、价值取向和

利益关联，不可能总是为“真理”代言。如根据英国学者弗利西蒂·梅勒（ＦｅｌｉｃｉｔｙＭｅｌｌｏｒ）的最新研究成果，

个别近地飞行物（ＮＥＯｓ）或小行星可能撞击地球，从而给地球带来毁灭性灾难，就被某些科学家认为是由一

群天文学家和行星学家所建构出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人们对其研究领域的关注和相关的资金资助。［５］

在２００９年发生的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危机事件中，根据《英国医学期刊》和英国调查采访局新近公布的调查结

果显示，世界卫生组织的三名专家从生产达菲的药厂收受贿赂，有意制造了甲型流感病毒的恐慌。调查人员

还发现：关于甲型流感的一些事实被过分夸大，并有人以此推动世界各国政府大量采购特效药达菲。［６］早在

１９８６年，大卫·科灵里奇（ＤａｖｉｄＣｏｌｌｉｎｇｒｉｄｇｅ）和科林·里夫（ＣｏｌｉｎＲｅｅｖｅ）就指出，科学家并不完全是客观、

公正的，他们还会卷入政治争论，政治争论和学术争论相互伴随，从而使得政策制定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和混

乱。［７］与科学产出、科学争论所引发的固有的科学不确定性不同，如果相关措施得当的话，由科学家个人因素

所导致的科学不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和消减。

尽管科学存在着种种的不确定性，现实实践中，由于科学解释或预测失误而导致的危机事件和丑闻事件

也不断出现且影响甚广，但是，政策制定却从未放弃过对科学的依赖。

在后工业社会理论①的视角下，理论知识正日益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资源，大学、研究机构等汇集和充

实理论知识的场所成为了社会的中轴机构，掌握着知识和技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可能成为社会的统治者。

科学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生产理论知识，而且还是建制完善、高效多产的专业理论知识生产者，这就使得科学

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被提升至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虽然科学具有种种的不确定性，但在后工业社会中，科

学和基于其产生的技术已渗透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政策制定是不可能脱离对科学的依赖的。

在风险社会理论②的视角下，科学以及基于科学的技术既是引发和促成风险的根源，又是定义和感知风

险的工具，还是克服和战胜风险的资源。同时，科学技术自身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工业社

会中，人们对科学家确定和消除风险的能力普遍持有乐观和信任的态度。但是，在风险社会中，人们的立场

发生了转变，开始反思科学和技术本身，批判和怀疑科学对真理的垄断。尽管如此，科学并不会因此而衰落

下去，批判和怀疑只是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因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也已被科学

化了。即使是那些科学的反对者，也不得不依赖于科学的载体或媒介来展开行动。换句话说，他们使用的仍

是科学的话语。例如，当人们反对大型水电站建设时，支持其论点的仍是源自相关科学研究的数据和成果。

①

②

后工业社会理论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ＤａｎｉｅｌＢｅｌｌ）于１９６０年前后提出的学术思想，从其问世至今，受到了国

际学术界和各方的广泛瞩目。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贝尔曾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一

书中指出：“它是有关西方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预测”，“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将是２１世纪美国、日本、苏联和西欧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后

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为：在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成服务性经济；在职业分布方面，专业和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在专业和技术

人员阶级中，科学家是最重要的集团；在中轴原理方面，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政策制定的源泉；在未来方向方面，需要控制

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应当建立专门的技术咨询机构为政府服务；在政策制定方面，需要创造新的职能技术，用规则系统（解决问题的规

则）来代替直观判断。此外，在权力结构方面，后工业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将是掌握新的智能技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总而言之，后工业社

会的突出特征就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是知识和技术决定了后工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ＵｌｒｉｃｈＢｅｃｋ）于１９８６年首次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当代另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参见

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乌尔里希·贝克所著《风险社会》一书。“人们普遍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特

征，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制订相关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参见《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６期刊发的赵延东所撰《解读“风险社会”理论》一文第８０页。贝克认为，由于人类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

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风险是与人类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借助科学与技术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

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带有明显的生态

主义色彩，和其它风险社会理论家相比，他更注重强调技术性风险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这可能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从１９５０年代开

始，生态主义运动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核心力量。民众对工业化造成的环境破坏有了切身的感受。而美、苏两个大国的核武器竞争不断升

级，给人们的心头笼罩上了“核冬天”来临的恐惧。１９８６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４号机组发生了泄漏事故，造成了地区性的灾难，涉及

到相邻的几个国家。技术进步带来的风险变成了现实，也成了风险研究者最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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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绝大多数的政策议程都会涉及风险防治方面的问题，需要借助于科学的力量。而且，如果没有科

学参与其中的话，大多数的风险议题可能根本就不会为普通人所知，就更谈不上什么制定应对政策了。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英国疯牛病（ＢＳＥ）事件曝光（１９９６年）以来，为有效处理科学不确定性的问题，促使

科学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西方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如欧盟、世界银行等）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和尝试，理论界的部分学者也在相关问题上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综合各方看法和以往的政策

实践，同行评议、预防原则、公开透明、广泛参与等方法或原则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尽管对同行评议①利弊问题的争论始终不绝于耳，美国甚至还曾于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发生过两次

大规模反对使用同行评议方法的高潮，但是，同行评议仍是当前科学界对科研项目进行评审、对科研成果进

行评估的一种主要办法。严格意义上讲，不确定性是科学所固有的一种特质，不可能完全得以消除。不过，

通过采取适宜的措施和方法，还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科学产出的质量，降低科学的不确定性。在此方

面，改进同行评议工作被认为是应对科学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方法。应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确保科学共同

体向政策制定方提供的咨询意见经历过高质量的同行评议。所谓高质量的同行评议，主要体现在同行评议

的程序和方式、评议专家的组成和数量等方面。英国学者西尔维奥·凡托维茨（ＳｉｌｖｉｏＯ．Ｆｕｎｔｏｗｉｃｚ）和杰罗

姆·拉韦茨（ＪｅｒｏｍｅＲ．Ｒａｖｅｔｚ）还曾提出“后常规科学”（ｐｏ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的概念，用以统指适用于政策

领域的科学知识。他们主张，后常规科学应该用比常规科学更广泛的“同行评议”来判定质量，可以把公众和

利益相关者都纳入到“同行”队伍中去，一起来评定科学家所提供的咨询意见的质量。［８］

当前，预防原则②是应对科学不确定性的最重要的原则，它反映了人们以往在不确定环境中行动的智

慧。过去几十年间，该原则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在环境保护、卫生健康、食品安全、经济贸易等领域里，

许多重要的国际条约和宣言中都以预防原则为基本原则。关于预防原则，在不同的条约、宣言中存在多种表

述。尽管在措辞上各有所异，但有一些关键性的要素，还是大多数的定义所共有的。

在政策制定者和科学界之间，关于预防原则的具体应用，也正在逐步形成广泛的共识。这些共识主要

有：“当科学上对损害的因果关系、规模、可能性和性质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时，‘预防原则’可以发挥作用”；

“某种形式的科学分析是强制性的，纯粹幻想和凭空猜测不足以促发‘预防原则’。能够促发‘预防原则’的那

些忧虑理由局限于那些看似合理的，又或在科学上站得住脚（即不易被驳倒）的忧虑”；“由于‘预防原则’涉及

对其结果和可能性都可知甚少的风险，所以未经量化的可能性亦足以引发考虑使用‘预防原则’。这将‘预防

原则’与‘防止原则’区别开来：如果有可靠的依据来量化风险可能性，那么，‘防止原则’应该被使用。在这种

情况下，风险便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控制，例如，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行动风险级别，并采取足够措施使风险

低于这一级别……”［９］

信息公开③和过程透明④是现代社会公共管理体制设计的两个基本要求，它们也适用于应对政策制定过

①

②

③

④

同行评议主要是指研究者的论著、研究或思想等接受同领域专家评估的过程。该名词最早出现在三百多年前的英国，最初被用在科

学杂志拟发表论文的选择上，后来又陆续被应用在学术著作出版、科研项目申请、科研经费分配、科技成果鉴定等各个方面。

预防原则的核心思想就是：当一种人类活动可能对人类自身和环境造成损害（这种损害在科学上虽不能确定，但有可能发生）时，就应

当采取预防措施，甚至是停止活动。

关于信息公开，英国科技办公室发表的题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咨询意见的运用》（１９９７）的指导性文件中，中心议题就是保持科学

咨询信息的公开性。此前，在疯牛病危机事件中，由于英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上隐瞒信息，使政府和科学界一度声名狼藉。参见《科学学研究》

２０１０年第５期刊发的高璐、李正风所撰《从“统治”到“治理”———疯牛病危机与英国生物技术政策范式的演变》一文。“对于敏感议题的政策决

定，政府部门应该公开支持这些决策的所有科学证据和分析，并说明是如何把这些分析纳入到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参见英国政府科学和技术

办公室１９９７发布的报告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ｄｖｉｃｅｉｎ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此外，还应当最大程度地公开科学家（提供科学咨询意见的）的专业背

景和利益关联等信息。让政府和公众能更好地评价其服务的质量，确定其建议是否会导致利益冲突或出于偏见。

关于决策过程透明，根据美国国会两党政策中心２００９年发布的报告———《政策项目中的科学》，主要应当包括：要大大提高咨询专家

遴选和任命过程的透明度，相关机构应通过多种途径寻找候选人，并通过适宜方式（如通过网站等）征求对候选人的意见；要限制闭门会议的数

量；要更加透明地使用科学文献，政策制定机构及其科学顾问委员会在评审科学文献时，应该更加透明和全面，制定清晰的标准以确定使用哪

类科学文献、文献如何被评估的方式，更多关注被引用文献中的方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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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科学的不确定性。采用信息公开和过程透明的原则，不仅仅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公众的信任，促使

相关政策能够得以顺利推行。更重要的是，科学咨询意见可以有机会经受更广泛的“同行”评议，从而有可能

降低不确定性的程度。

广泛参与原则可粗略划分为三个层次。科学共同体在就某一问题对外发表咨询意见之前，应当力求使

相关领域内的专家同行都广泛参与到同行评议中去，努力提高科学产出的质量，降低不确定性。当今社会，

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问题大多具有极高的复杂性，牵扯方面颇广，影响因素甚多，仅凭科学共同体自身的力

量，很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就某一议题提供出高质量的咨询意见。科技专家需要同来自其他领域的专家（社

会科学家、人文学者等）进行合作，组成新的专家共同体，对外提供咨询意见。当涉及到表现更为复杂、影响

更为深刻的环境、伦理和社会等议题时，还需要公众参与争论、参与决策，这就是已被人们所广为接受的“公

众参与”原则。公众参与科学技术决策最早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如发展核电站等）

中，现在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并且应用到了更为广泛的领域。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曾在

其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度科学技术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中，对英国政府和科学界在吸引公众参与，发展面向

民主的科学事业方面业已付出的有限的实验努力给予了适度肯定，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与公众之间直接的

对话应当不再是关于科学的决策的一个随意的附属品，不再是研究团体与学术机构活动的一个随意的附属

品，而应当变成这个过程正常的、整体的一部分。”［１０］

二、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的改进

科学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且日益增强的重要作用。现实实践中，我国已初

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和决策机制。在国家许多重大战略决策（如三峡

工程、西气东输工程等）和应急决策（如抗击“非典”、迎战“甲流”等）中，都有着成功发挥科学咨询作用的良好

实践。不过，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迫切需要以及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

要求来看，在如何更好地处理科学不确定性，充分发挥科学咨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我国现有

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仍急需改进和完善。

首先，要尽快制定、颁布针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如何更好地应用科学咨询意见的法律法规或指南方针等

规范性文件。

近年来，关于如何改进我国以科学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部分学者的重视

和研究①，多数研究都强调指出了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文件的重要性。到目前为止，相关工作仍没有取得长

足进展。制度建设涉及方方面面，绝非一日之功，亦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务之急是抓紧出台一个总的指南方

针，用以指导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以英国为例，１９９７年３月，英国政府科学与技术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颁布了名为

《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咨询的使用》（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ｄｖｉｃｅｉｎ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的指导性文件，阐明了

政策制定过程中使用科学咨询的若干重要原则，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向政府部门和相关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

中使用科学咨询意见提供具体的指导。２０００年７月，颁布了该指导性文件的第二版《指导方针（２０００）：科学

咨询和政策制定》（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２０００：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ｄｖｉ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２００５年１０月，颁布了第三版《政策

① 参见《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７期刊发的贺德方所撰《我国专家咨询制度发展的障碍与对策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刊发的卢广彦等人所撰《国家重大工程决策机制的构建》、《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９期刊发的陈玲等人所撰《后常态科学下的公共政策决

策———以转基因水稻审批过程为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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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过程中使用科学咨询的指导方针》（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２０１０年６月，

颁布了第四版《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关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使用科学和工程咨询的指导意见》（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Ｃｈｉｅ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ｄｖｉｓｅｒ’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ｄｖｉｃｅｉｎ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

ｉｎｇ）。到第四版，该指导性文件已经修订得非常完备和实用，主要内容包括：总的指导方针；指导方针适用的

范围；咨询流程及应注意事项；开放和透明原则的具体应用；等等。［１１］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每次修订之前，都

会公开向公众征求意见，并将分析公众意见的报告也公诸于众。历次修订都是基于相关部门在决策实践中

所积累的经验和公众的意见、建议所做出的。而且，英国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会同主要政府部门（包括卫生

部、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等１８个部门）还定期对该指导方针的执行和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分析，并形成

正式的报告。［１２］此外，英国政府还于２００１年发布了《科技咨询委员会操作规范》，将指导方针贯彻到了日常

操作层面，“包括咨询委员会运作的很多细节，如委员会的角色、负责的事务范围、如何平衡专家意见、如何处

理利益冲突、成员的权利和职责、秘书处的职能和运作规范、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对策、如何达成最终咨询结

论、咨询报告的出版等等。”［１３］

美国则早在１９７２年就通过了《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简称ＦＡＣＡ），“ＦＡＣＡ的目的在于保证各种形式的

专家咨询机构建议的客观性以及公众在专家咨询过程中的知情权。同时，ＦＡＣＡ还建立了委员会管制秘书

处（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监督和报告专家咨询机构执行ＦＡＣＡ 的情况。１９７６年，根据第

１２０２４号总统命令，美国行政事务管理局（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简称ＧＳＡ）被授权负责协调ＦＡ

ＣＡ的执行事项。每年ＧＳＡ都向总统和国会提交报告，对全美１０００多个专家咨询机构的活动情况进行说

明。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以ＦＡＣＡ为核心的美国咨询委员会制度已发展至相对成熟的阶段。在ＦＡＣＡ的

基础上，包括ＧＳＡ、预算管理局等部门进一步就ＦＡＣＡ的执行问题向专家咨询机构发出指引性规则，指导其

正确执行ＦＡＣＡ的规定。这些规则和ＦＡＣＡ一起担负着实现专家咨询制度目的的责任”。
［１４］２００９年８月，

美国国会两党政策中心①新发布了名为《改进在调整政策过程中的科学的使用》（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ｏｌｉｃｙ）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议，当美国环境保护署、药物和食品管理署等机构提出新

规定时，应该提供与之相应的新信息，同时提高联邦顾问委员会的可信度，确保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的正直

和诚信。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九个方面，呼吁美国政府部门实施特别改革，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加开放透明地

选择外部专家、更为明确地界定需要回答的科学问题、更加清楚地区分科学问题和政治争议、更加严格地评

价相关文献。据悉，白宫也在审议这份报告，作为其在不久的将来发布有关科学诚信和政策改革规则的内容

之一。［１５］

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的相关经验和做法兹不赘述。据笔者了解，迄今为止，我国相关部门尚未出台过任

何明确针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如何更好地应用科学咨询意见的法律法规或指导原则，这应当引起有关各方

的高度重视。

其次，要逐步增强现有决策机制的透明度和民主化，为不同观点的表达交流和论争激辩构建良好的互动平台。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早在２００４年，党中央就对此提出了明确要

求和总体部署。② 此外，基于处理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则，本质上要求以科学为基础的公

①

②

该中心的具体情况详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ｐｏｌｉｃｙ．ｏｒｇ／ａｂｏｕｔ。

２００４年９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

的科学化、民主化。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对涉及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

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

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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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策决策机制应当是公开透明和民主科学的。其具体内涵主要包括：要尽早识别需要科学咨询的政策议

题并明确分析在是否需要以及在哪一阶段需要公众参与；要广泛听取各领域、各方面人士的意见，特别是在

存在较高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将咨询过程向外界公开，将相关的证据资料和分析报告公诸于众

（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下）；要向公众详尽解释最终决策结果的具体原因，特别是在科学咨询意见存在较

大争议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情况下；等等。就近年来较有影响的几个公共决策实例来看，与以上要求相比，我

国现有的决策机制尚有一定差距。

以曾经轰动一时的厦门ＰＸ项目事件为例，该项目先后通过了国务院、国家环保局、国家发改委以及福

建省和厦门市等各级政府部门的审批，在即将开工建设之际，由于公众的强烈反对，不得不暂缓建设并最终

停建。事件的起因源于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对该项目有不同意见，并联合其他１０４名政

协委员，于２００７年全国“两会”期间，向政府提交了一项“关于厦门海沧ＰＸ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此议案

一经媒体披露，即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运动，甚至还引发了大批民众的散步游行运动。最终的结局是

项目停建迁址，厦门市政府赔偿相关公司的全部损失。这一事件已成为公共决策的经典案例。① 厦门市政

府在处理该事件中的表现还得到了有关人士的称赞，被认为是协商民意的典范。不过，依笔者看来，这一事

件恰是在公共决策中没有妥善使用和对待科学咨询意见的典型案例，既造成了政府公共财政上的经费损失，

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政府决策的公信力。

再以２００９年底至今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转基因水稻事件为例。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７日，农业部正式向“华

恢１号”、“Ｂｔ汕优６３”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ＢＶＬＡ４３０１０１转基因玉米签发了为期五年的安全证书，两个

产品分别限在湖北省和山东省生产应用。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作物颁发安全证书，也是全球首次为转基

因主粮发放安全证书。此举一出，便引发了部分媒体②、ＮＧＯ和民众的强烈质疑和反对，“汹汹民意直指转

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和审批过程的合法性”。［１６］１２８２２０１０年３月，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

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数十位知名学者（大多是人文社科领域或环境生态领域内的专家）联名发

布了《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并利用博客、论坛等各种途径向公众宣传他们的主张。此外，据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所言，２０１１年春节期间，全球华人发起了《全球华人转基因问题关注团

呼吁书》，超过半数的中国省、市、自治区的几十个地市级城市成立了转基因关注团，充分表达了广大人民群

众对这一问题的严重关注程度。③ 目前，有关争议仍未停息，相关人士还在积极地奔走呼号，力图使农业部

改变决策。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严重影响了政府决策的公信力，使有关部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据陈玲等人的最新研究结果，转基因水稻的审批过程历时五年之久，因争议不断，还曾数度搁置。农业

部重新启动转基因水稻的安全审批工作后，为了避免引起媒体关注和专家争论，整个审批流程是在较为隐秘

的情况下进行的，参与审批环节的农业部工作人员和委员会专家被要求严格保密。中国转基因水稻审批过

程表明，中国当前公共政策决策机制仍是以专家委员会的内部咨询模式和技术官僚为主体的内部决策模式，

①

②

③

详情参见《法制与社会》２０１１年第２期刊发的李兴孟所撰《“ＰＸ项目”公共危机管理案例分析———政府责任和信息沟通的视角》、《广

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刊发的邓辉所撰《厦门处理“ＰＸ事件”的经验研究》、《科学决策》２００９年第７期刊发的罗依平、覃事顺所撰

《民意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决策机制构建———厦门ＰＸ事件引发的思考》等文，以及相关媒体报道。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南方周末》发表了题为《转基因水稻，１３亿人安全与利益的博弈》的文章；１２月２３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农业

部颁布俩安全证书　转基因“偷偷摸摸”》的文章；１２月２４日，《南方日报》发表了题为《我国首次向转基因作物颁发安全许可被公众“忽略”》的

文章；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６日，《中国经营报》发表了题为《我国成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国家》的文章；２０１０年２月８日，《望》发表了题为《中国

人主粮的转基因悬疑》的文章；２０１０年２月，《北京科技报》发表了题为《转基因水稻安全性四大焦点是天使还是魔鬼？》的文章；等等。这一系

列报道表达了对转基因作物安全问题的担忧，以及对公众知情权、参与权遭到忽视的质疑。以上信息参见《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９期刊发的

陈玲等人所撰《后常态科学下的公共政策决策———以转基因水稻审批过程为例》一文。

参见科学网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１日在其科学网博客的文章（ｈｔｔｐ：∥ｂｂ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ｈｏｍｅ．ｐｈｐ？

ｍｏｄ＝ｓｐａｃｅ＆ｕｉｄ＝４７５＆ｄｏ＝ｂｌｏｇ＆ｉｄ＝４１５２６９）。笔者认为，蒋先生的这一说法有夸大事实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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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常态科学［１７］下，这种决策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难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１６］“不仅如此，内部

咨询和内部决策的‘关门模式’还可能产生一系列负面效果。一旦决策失败，将会导致公众对政府治理体制

和其他科学项目的不信任，进而引发信任危机。”［１８］

以上两个典型案例充分表明，我国现有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急需在增加透明度和民主化方面加大改进

力度。从政策议题确定之初，到各类科学咨询意见纳入政策议程的具体过程，到相关政策的最终确定，乃至

对政策的评估纠偏等，都要尽可能地向公众公开。而且，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各个阶段，都要重视为不同观点

的表达交流和论争激辩构建良好的互动平台。“堵”不如“疏”，让持不同意见者通过政协提案、私下联合发

文、甚至是上街“散步”的方式表达观点，通过博客、论坛等同他人论辩，毕竟很不合时宜，更不是长久之计。

在信息、通讯等相关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互动平台的构建应当并非难事。

第三，要着重加强和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建立长效、动态的评估纠偏机制。

在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科学和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科学是不确定的，所以任何以科学为基础的

公共决策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于是风险评估和管理①自然就成为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

要环节。

以英国为例，英国于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先后出版的四个版本的关于如何在政策制定过

程中妥善使用科学咨询意见的指南手册中，均对如何处理科学不确定性和风险管理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说明

和分析。英国各界开始普遍关注风险评估管理问题始于１９９０年代初。早在１９９２年，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

健康和安全委员会（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分别发布了题为《风险：分析、感知和管理》（Ｒｉｓｋ：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和题为《核电站风险的可承受度》（ＴｈｅＴｏｌ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Ｒｉｓｋｓｆｒｏｍ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的报告。１９９６年疯牛病事件之后，英国政府相关部门特别加大了对风险评估管理问题的重

视力度，陆续发布了许多报告文件或指南手册。② 近些年来，风险问题更是成为了英国公共政策议程中高度

关注的焦点。２００５年，英国财政部发布了《管理面向公众的风险：评估指南》（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Ｒｉｓｋｓｔｏ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２００６年，英国政府更佳调节委员会（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发布了《风险、责任

和调节：究竟它是谁的风险？》（Ｒｉｓｋ，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ｏｓｅＲｉｓｋＩｔＩｓＡｎｙｗａｙ？）。２００９年，

英国风险和调节咨询委员会（Ｒｉｓｋ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Ｃｏｕｎｃｉｌ）发布了《回应与责任：２１世纪面向公共

风险的政策制定》（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Ｒｉｓｋｉｎｔｈｅ２１
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和《关于

公共风险交流的实用指南》）（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ｅｔｏＰｕｂｌｉｃＲｉｓｋ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这些文件或报告对风险的

概念内涵、处理风险问题的主要原则和主要方法手段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详尽的说明，对我国有很好的学

习参考价值。

当前正闹得人心惶惶的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露危机又向人们表明了应对科学不确定性下公共决策所必

然伴随的风险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科学不确定性本身所带来的风险问题，

①

②

这里所讲的风险评估管理并不仅指具体科学咨询建议中的风险评估和管理，主要还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与公众交流由科学不确

定性所导致的种种风险，充分保证公众的风险知情权以及如何处理公众对风险问题的反应等相关问题。

１９９５年，英国健康和安全委员会发布了《评估和调整行业风险的通用术语和概念（讨论稿）》（ＧｅｎｅｒｉｃＴｅｒｍｓ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ｎｔｈｅ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ｉｓｋ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英国环境部发布了《环境保护中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指南》（ＡＧｕｉｄｅｔｏ

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１９９６年，英国科学技术办公室发布了《安全系数大吗？环境保护中的

风险评估》（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Ｎｕｍｂｅｒｓ？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英国跨部门风险评估联络小组（简称ＩＬＧＲＡ）发布了《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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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详情见英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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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兼顾由其它不确定因素（如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所诱发的风险，这就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更加严峻的

挑战。我国现有的公共决策机制必然会涉及风险评估管理问题，在实践中也摸索出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不

过，在和公众沟通交流决策所涉及的风险问题等方面，相关工作还不够到位。不让公众知晓相关决策的风险

问题，可能会减少决策通过所受到的质疑和阻力，一定程度上避免人心浮动的不良现象，但是这剥夺了公众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与决策民主化的要求背道而驰，而且一旦出现变故，还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和更大的麻烦。

考虑到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以科学为基础的公共决策所伴随的风险性，建立一种动态的、长效的政策评

估和纠偏机制就显得非常必要。与此相关，有学者曾提出要建立国家重大工程决策下马论证机制和法定程

序。［１９］不过，依笔者看来，适宜的做法是，努力改进和完善重大决策的上马论证机制，加快构建良好的监督评

估和纠偏改错机制。具体政策的确定仅是政策议程的一个中间节点，绝不可把它看作是政策议程的终点。

“为了避免科学不确定性带来的政策重大失误，需要动态监测不良反应报告、频繁调整政策的内容和方

向”。［１６］１２８８不过，频繁调整政策内容和方向的提法可能需要再仔细斟酌，重大决策的纠偏与调整牵扯甚广，影

响深远，必须要审慎对待，适时进行。

此外，要高度重视处理同行评议和外行评议之间的关系问题；要更加审慎地对待媒体参与和普通民众参

与问题，妥善处理好重大决策中谣言满天飞的现象；要注意开发、应用新的用于管理决策过程中科学不确定

性的手段方法①；等等。现实实践中，科学是复杂的，它包括数量众多的学科门类，各学科共同体所采用的科

学方法不尽相同，对待不确定性的认识和处理也各有差异。政策议程（从议题确定到制定对策，再到实施调

整……）是复杂的，往往牵扯到科学、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多方面的因素。政策议题也是复杂的，它可能

是源自科学的发现，也可能是源自相关方的利益需求；它可能需要人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给予回应处理，也可

能在处理时间上要求并不紧迫；等等。因此，科学和政策的交互联系也必定是异常复杂的。人们对相关问题

的了解和认识还很不充分，急需进行大量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而如何应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不确

定性，作为科学和政策交互联系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和重视。这一问题处理得成功与否

直接关系到我国以科学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和

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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